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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月 12 日，笔者参加了赤峰第八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

研究会”，领略了以赤峰红山后遗址命名的红山文化给当地带来的文

化感染力，也是祖先带给今人沉甸甸的福祉。

2014 年 8月 5日，笔者的导师、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八

十华诞，学生不但要纪念老师的耄龄，更重要的是还要总结老师在考

古学文化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做出的贡

献。

本来笔者要参加同月 12日赤峰第九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

会”的，无奈因其他事情打搅，还有一个原因是为大会写的论文没有

如期完成，更没有达到自认为满意的程度，不能与会，但是滕海建先

生、张星德教授的苦口婆心使我产生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

受，就把张先生对红山文化及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以这个标

题写出来，提交大会。

张先生一贯坚持“必需钻进材料堆中去，从材料出发，让材料牵

着鼻子走，通过对遗存、时、空这三维关系，或者通过对遗存、人、

时、空这四维关系所呈现的差异与矛盾的观察、审视与研究，做出处

置，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进而将考



古学融入人民生活之中，成为人民的考古学，成为人民的一份珍贵的

精神财富。哲学的思维，是治考古学者的应有的追求，而要修炼哲学

思维，则需深谙实践论和矛盾论。”
（1）

对红山文化进行梳理和阐释也

是如此。

一

红山文化最先是 1935 年日本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后认

识的，1954 年由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命名提出了为红山文化，与半坡

遗址的首次发掘同年。上个世纪 70年代末以来在辽西地区开展了大

规模的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大规模发掘了辽宁建平牛河梁积

石冢、女神庙，喀左东山嘴石砌建筑群及女神，加上阜新胡头沟玉器

大墓、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玉龙等，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特别是东山嘴，1983 年 7 月，在辽宁朝阳、喀左召开了

“东山嘴遗址座谈会”，张先生也参加了，在会上他只是就东山嘴遗

址表现出来的宗教问题做了不长时间的发言
（2）
，主要有两点，

1、宗教。“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史前时期宗教研究扩

大的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宗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它是

被歪曲的世界观念，其根源和本质就是无知。然而，从宗教史角度来

看，宗教为了保持其在人类社会中的职能，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也

往往适应生产、科学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变换其内容和形式，而且，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那些肩负宗教职能的人往往在当时社会中具体

较高智能。因此，透过宗教的研究，人们可以洞察生产、科学文化及



社会的发展状况。专用于祭祀的东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标志着它所

属的红山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2、宗教的特点。“宗教具有保守的特点。我们不能仅根据宗教信

仰中所表述的情景，简单地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

也是这两点，成为他以后研究红山文化的核心。

1986 级研究生张星德在他的指导下，1989 年写成了《红山文化

研究》的硕士论文，后来 1991 年发表时改为《红山文化分期初探》
（3）
，

这篇文章将前后延续了 1500 年的红山文化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中

原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

至今对于红山文化的编年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红山文化存在时间一

定位，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二

与之同时，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进入编

写阶段，第二卷是由苏秉琦先生主编，主要撰稿人是张忠培、严文明，

1994 年出版
（4）

。张先生在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第一节“东

北地区”中，将红山文化作为重中之重来论述。不过，他先从“兴隆

洼文化时期”谈起，与兴隆洼文化同时期的还有左家山一期文化。兴

隆洼文化“皆平底器。钵的成型是用包模贴筑法，筒形罐则可能是泥

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贴筑法的可能），罐底单做，

采用‘帮包底’的方法使之与器壁粘合在一起。”
（5）

然后进入到红

山文化时期。他关注泥圈套接的制陶技术始于 1962 年发掘吉林吉林

市两半山遗址期间
（6）

，他在发掘报告说：“陶器均采用泥圈套接法



制作，在套接的地方，内外涂抹陶泥，使之结合牢固”，更为详细的

描述还见于他 1964 年发表的《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一文

“文化二”中
（7）

，“所有陶器均采用泥圈套接法制作，先根据不同

的器形和同一器形的不同部位预制成泥圈。器身部的泥圈，其下有外

茬口，其上有内茬口；口沿部位的泥圈则只有向下的外茬口；器底则

只有向上的内茬口。待泥圈和器底稍干后，由下至上套接，在套接的

地方，内外涂抹陶泥，使之结合牢实。陶鬲则是分别预制成带茬口的

鬲足、鬲腿及身部各段，先分别套接好三个鬲腿，然后将其结合，制

成鬲的下部，再由下而上逐段套接器身而成整器。这种制造陶器的技

术区别于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而在内蒙东部和东部的古代文化中，

确实相当普遍的流行。”白寿彝 1990 年 12 月为《中国通史》第二卷

写了“题记”，应是已经交稿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关心

泥圈套接这种制陶技术到那时已经近三十年了，但这种关心还远没有

停止。

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里，张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 “前段时期”

和“后段时期”，前段时期“指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到第四千纪初以

前这段时间，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阶段（包括庙底沟文化初

期在内）”
（8）

，又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这一期相当于中原略

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晚期“这一期

的年代对应在半坡文化阶段，较晚的遗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时，亦

即此期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四千纪初期。”
（9）

后段

时期，“约自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第三千纪初前后，东北地区



的原始居民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红山文化后段时期。”
（10）

红

山文化后段时期大体也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其年代应与庙底沟

文化中、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

之时”，晚期“此期约当中原的半坡四期阶段，亦即公元前第四千纪

末到第三千纪初左右”
（11）

，较上述张星德的分期方案更加详细，另

一个看点是精彩的阐释，但在我这篇文章里，红山文化和东北地区诸

文化的分布范围、房屋建筑、石器制作等特征就不再重提或少提了，

重点是红山文化的陶器制法、谱系分析和社会结构特点等。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有红山文化（前段，本文注）、

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

珠山一期文化共七种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除小口鼓腹罐为泥条盘

筑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成型。”

（12）
“红山文化后段时期”，东北地区南部有红山文化（后段，本文

注）、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这一时期的制

陶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地区南部的红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层文

化中许多陶器是由泥条盘筑成型的，”
（13）

泥圈套接法至此不再流行

于上述地区，张先生关注点转移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向上来。他说

“红山文化的居民空前活跃，其分布区域明显超出了红山文化前段的

分布范围，除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外，南面已达锦承

铁路附近，向东远可至西辽河东流至南流的转弯一带。”
（14）

，“这

一时期红山文化的主要成分是对前段红山文化的一脉相承（传承，本

文注），同时也反映出与西南面黄河流域文化的联系有增无减，这主



要是早期接受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吸收，本文注）。在前一阶段，后

冈一期文化的因素传播到红山文化中，其原来的风格基本未发生大的

变化，说明那时的红山文化对黄河流域的文化往往只是照搬，但在这

一时期（红山文化后段时期的早期），红山文化显示出空前的创造性，

对庙底沟文化传来的因素更多的是改造和融合（融合，本文注），将

后者最活跃的成分变为适合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红山文化早

期的彩陶中，经常可见与庙底沟文化有关的花纹，但绝非庙底沟文化

彩陶的再现，而是表现为与红山文化固有纹饰融合后的一种新的彩陶

面貌（创新，本文注）。红山文化发展到晚期时，开始向周围地区扩

展其文化影响”
（15）

，我之所以大段抄袭了他的文章，是为了说明他

总结的考古学文化遵循着“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

律， 1990 年 12 月以前就有了这一思想。但“传承、吸收、融合、

创新”是 2010 年 12 月 24 日写成初稿，2011 年 1 月 4 日在“2010

广州论坛·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演进时提出来的，正式

发表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中国文物报》
（16）

。

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更早的 1984 年夏，张先生在湖南、甘肃

就“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演讲时就初步有了这一认识，1986 年

发表时修改为《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三部

分是“文化传播、迁徙与谱系分析”，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多

层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并非是一封闭系统。”文化传播和迁徙是广泛

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它的作用下，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出现了文化

渗透、借用、融合、同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使任何一种考古学文



化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

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因素，可通过和前后左右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类

型学比较研究而被解析出来，明晰其源流。”最后得出“考古学文化

也是一开放系统。”
（17）

秉承的文化理念不同，把握的时空视野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

同，所取得的学识收获也不同。阜新胡头沟、凌源城子山及牛河梁、

东山嘴，有四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张先生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

都存在类似‘坛’的技术建筑，并于坛内或坛旁有埋人现象，祭祀用

的泥质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动物类、璧环等玉器是这类遗址特有

的器物。”他把四处分成三类，最小的是胡头沟、城子山，“所在之

处是周围地貌中的一个高点”，东山嘴其次，牛河梁最大，“胡头沟、

东山嘴、牛河梁这三种不同规模祭祀遗址的存在，以及猪龙在人们观

念中的支配地位，都反映出红山文化后段之时，该文化原始居民的宗

教信仰已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
（18）

红山文化的宗教这一课题

已为学界所熟知，且后文中还有专门述及，在此从简。

三

1994 年张先生完成《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

代的转变》，交给故宫博物院“建院 70周年特刊”，却没有在这本

书中发表，以后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 年 1期和《文物季刊》

1997 年 1 期；2005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九十年

代的思考》也收录了这篇文章；上文所说的《中国通史》第二卷，2010

年 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也改变为《中国远古时代》，



增加了张先生的《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

变》作为附录一，可见这篇长文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

1、在“一 考古学文化及其演化”中，关于红山文化，他写道：

“辽河以西及燕山区。大致相当于半坡文化时期，有的起始年代

甚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是：西拉木伦河以北，分布着富河文化；

西拉木伦河流域，居住有红山文化居民；医巫闾山以西及滦河流域，

存在着赵宝沟文化。关于上宅文化，目前仅知其分布于泃河这样一条

小河流域。前三种文化的分布区域，存在着交错现象。饰之字状压印

纹的筒形罐，是这四种文化陶器基本组合中的一种重要器形。这不仅

说明四种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也表明它们均渊源于兴隆洼文化。

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的流向，目前尚不清楚。红山

文化，先后接受了后冈一期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影响而兴盛起来，在这

一地区最富生命力，至迟在西阴文化时期，已整个地占据了北起西拉

木伦河，南达辽西走廊，东始西辽河折向南流的转弯一带，西至燕山

南北地区这一广阔区域。”
（17）

2、在“四 走向文明门槛：社会组织的演变”中，对胡头沟积石

冢分析为：

“先在丘顶挖一墓坑（M1），内用石板砌成椁，按仰身直肢式埋

入死者，随葬勾云形佩饰、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玉珠及

玉箍形器。再以此墓为中心按 6.5 米左右的半径置放一圈筒形彩陶器

残片，于其上建成一石围圈。此围圈东面并不闭合，南面的一端东折

向外然后向南延伸，于东面形成一面南的门斗形出入口，于此处的石



围圈外侧面东排列着完整的筒形彩陶器。其后又在 M1之上，建了 M2

及位于其南、北两侧的 M5 和 M4。无疑，这是以 M1 为中心的一座陵

园。能将其尸体葬入这陵园的，当是与 M1墓主人有特殊关系的人物。

这位 M1 墓主人以高规格的随葬器物和陵园，显示其生前的权贵地

位。”
（18）

3、在“五 信仰、宗教的变化及巫师权贵的出现”中，对牛河梁

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解析为：

“其一，此遗存分布面积达五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未发现与其

规模相当的居住遗址。显然，这是一处远离住地的陵园建筑。

其二，在陵园中建有神庙。神庙中至少有两种神，一是女神，二

是猪龙……

其三，神庙是陵园的主体……

其四，积石冢中墓葬的随葬品，非工具及生活用具这类实用器物，

而是玉器。死者是否是其共同体中的一般成员，还是一些有特色身份

的人物，这问题暂置不论。单说这一陵园是由几个陵园组成，一陵园

又分割为若干个积石冢，同一积石冢内的石棺，又分为主墓和侧墓。

这由大而小的分割，反之，也是自小而大聚集的人们，奉祀相同的神，

为之建庙。同时，从调查及发掘的现象得知，生者定期在此祭祀神和

积石冢内的死者。保护生者和死者，是祭祀神的目的。这不仅说明神

权在当时人们生活及观念中的重要性，又使人们从其完善的形式中看

到其时宗教的发展，已达到的高度水平，导致建成人们共同崇拜的圣

地。”
（19）



“然而，如果当时社会没有前面指出的凌家滩 M4 这类巫师，如

果巫师未能获得居民的普遍信仰和倡导的话，无论是红山文化居民崇

拜的圣地，还是大地湾居民的宗教性建筑，都是难以产生的。

但是，红山文化居民奉祀的却是女神。崇拜女神当是母权制社会

的思想。这说明母权制时代已存在相当规模的宗教。同时，还反映已

步入父系制社会的红山文化居民虽使宗教完善了，却未能创造出与这

一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神。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三期（年代与半坡遗址

四期相当）和泉护二期文化的泉护村遗址出现的陶祖和石祖，说明这

里的信仰观念，较红山文化居民更新了，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

从而又把宗教信仰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20）

他在这篇文章中，精炼而概括出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仰韶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本文注）、特征（女神、猪龙，本文注）、特点（巫师，

本文注）及消亡（崇拜滞后，本文注）的原因。写到这里，我还要说

到另一篇文章，这就是稍晚于此文的《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

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
（21）

，他指出，“良渚

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

的社会形态”，和将良渚文化的“玉敛葬”墓葬分为随葬玉钺掌握“军

权”的人、随葬玉钺玉琮掌握“神权”的人，和既随葬玉钺又随葬玉

琮掌握“军权”和“神权”的人，巧妙地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构成文明文明与国家运行的新体系。“祀与戎

是国之大事，即国家之重要内涵，同时，祀与戎史前时代就已存在，

非国家所专有”，其中的“祀”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就已经出现



了。

这也是他“国家论”的重要依据。他在 1997 年《中国古代文明

之形成论纲》
（22）、2001 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

等几篇文章中
（23），他把中国国家形态分为神王之国、王国、帝国、

党国四个阶段。“神王之国”始于半坡四期文化至泉护二期文化时期，

当时社会并无统一政权，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被分割成不同政权统

领，各个政权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父权家族已成为基层社会单位，单

偶制家庭在家族中具有相对独立性；阶层分化明显，贵族控制氏族，

劳动与社会分工已在家族层面展开；聚落发生分化，出现城乡分野；

祀与戎发展为神权、军权和王权。那么，时代上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

和早于半坡四期文化的红山文化，肯定是“神王之国”出现的前夜和

初期。

以后他又有《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1996 年“环

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24）

，针对泥圈套接技术，他说“从

新石器时代直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终结时期，除黄河流域文化的部分影

响外，辽宁诸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制作，始终使用泥圈套接技术。东北

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轮制技术传入前，也都采用这种技术制作

陶器。”和《西拉木伦河地区考古学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等
（25）

，

都或多或少阐述着他的新说。

四

正当考古学界都以为张先生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的

时候，2009～2011 年赤峰魏家窝铺的发掘成果
（28）

，这是一处红山文



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遗址，但到目前为止所有报道中尚无陶器制法

的描述，张先生凭着丰富的知识积累自我否定旧说，新见破蛹而出，

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2012 年 11 月他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

年会开幕式致辞》中说
（29），“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均都认为红山

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近三年

来，我的这一认识发生了变化。”就是他“近年来对魏家窝铺后岗期

红山文化陶器制作工艺观察，发现其包括筒形平底罐在内的陶器制作

工艺，均与赵宝沟文化泥圈套接制陶工艺不同，采用的是和后岗一期

文化相同的泥条盘筑的制陶工艺。这里的筒形平底罐，先是以泥条盘

筑制成圜底筒形罐，然后在接近底部周沿贴上泥带，以扩大圜底上的

外侧器沿，再在这圜底及其扩充的外侧器沿之下，贴上圆形泥饼，以

成外底。这类筒形罐的外底，为平底，其内底形状不同于赵宝沟文化

的同类器所习见的平底，而是后岗一期文化流行的圜底。所以后岗期

红山文化的筒形罐，与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内外均为平底不同，是内

为圜底，外为平底，故两者形似而神异。”所以要将赵宝沟文化、后

岗一期文化和后岗期红山文化分别分期排序，“据张星德告我，后岗

期红山文化起始于赵宝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偏晚阶段，并且自此以

后三者异地平行发展而各自有序，同时，后岗期红山文化早段的属后

岗一期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可于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中找到其渊源，

另外，除筒形平底罐外，自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以后的诸段后岗期红山

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与同段的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极为相像。这说

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演变，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后岗期红



山文化不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

而是由后岗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移民接受了赵宝沟文化影响而产

生的一种文化。

他将这一重要课题交给张星德教授研究。后者写了《西寨遗址再

认识——兼谈距今六七千年间燕山南北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的论

文
（30）

，河北迁西西寨一期遗址1988年发掘后，1992年发表了报告
（31）

，

她分析指出“西寨一期不能归入兴隆洼文化范畴”
（32）

，西寨一期遗存

与上宅文化的差异，“同时西寨一期与上宅文化在陶器制作工艺上也

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使用的是泥圈套接技术，而后者则为分片贴筑和

泥条盘筑的方法”
（33）

，而认为“西寨一期陶器中占主体成分的因素同

赵宝沟文化一致”
（34）

。西寨二期陶器群尽管与镇江营一期文化主要陶

器不同，前者为筒形罐，后者为釜和钵，更重要的是“二者陶器采用

不同的制作方法，前者为泥圈套接的方法，后者为泥条盘筑，从器物

组合与制陶工艺都说明二者的相似点是相对年代一致所致，它们不属

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35）

倒是“西寨二期与赵宝沟文化二期文化属

性相同并年代接近。”
（36）

而 “上述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三期器物

之间不仅发展变化关系明确，制作工艺也表现出继承性和一致性，均

采用泥圈套接法，底部采用帮包底的方式。可见，赵宝沟文化筒形罐

是继承兴隆洼文化三期同类器这一点应当是无疑的。”
（37）

除张先生所

引的她的结论外，还有“燕山南北文化的形成与文化格局的变化，都

是与关内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向北推进分不开的。”
（38）

继写成《红山文

化分期初探》之后，这是张星德的又一篇力作。虽然没有明说后岗期



红山文化是采用何种陶器的制作方法，但她采用排除的办法已经述及

前期和同期周邻文化中制陶技术了，只等着魏家窝铺发表详细报告

了。

上述两篇文章，对东北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的重新认识，特别是

红山文化的继续深入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此，对魏家窝铺遗

址稍加议论。

张先生指出“老哈河上游到奴鲁儿虎山南北两侧是该文化（红山

文化，本文注）中心地区，那里的居民最为密集，如赤峰市市区周围

曾同时存在着至少有西水泉、蜘蛛山和红山后三处遗址，其中相距最

远的西水泉和蜘蛛山之间也不超过 8 公里。”
（39）

现在，又有魏家窝铺

遗址的发现，遗址的性质特殊时代早，我想这也许是他说的“奴鲁儿

虎山南侧的建平、凌源、喀左一带，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密集分布

区，而其他地区发现较少，甚至尚无发现。故而在红山文化范围内已

形成了上述三县一带的中心区与其他地方的一般地区之间的差别。这

也是社会发展到文明起源阶段的一种表现”吧
（40）

？还有，该遗址改

变了张先生们对红山文化形成的看法，符合他的“传承、吸收、融合、

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也再次体现了他治学态度、方法和精神。

泥圈套接制陶技术，的确是解开东北地区先秦考古之锁的一把

“金钥匙”。

五

红山文化的新发现，拉开了研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具有中国标志的

大幕。张先生说“苏秉琦于 1985 年发表是《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



的演讲，启动了从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专制帝国道

路的研究，使中国考古学进入的黄金时代。”
（42）

但“始于 1983 年东山

嘴遗址座谈会”
（43）

。后来又有了苏先生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作为

指引，至今还让我们怀念不已。张忠培先生跟随苏先生的脚步，大踏

步地将红山文化和同时期的多种考古学文化还原到了应有的历史地

位中来。他的《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
（44）

，收录了《瞭

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自序”

中深情地说，“将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的目的，仅表达我是受苏秉

琦师影响而追随他投入考古学研究的。我自知这篇文章难以说明这方

面的基本内涵，只是借它传达我的一点心意。”

话虽这么说，但张先生对文明起源与形成，及走向秦汉专制帝国

道路的研究，新意迭出，有目共睹。他不断地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

等进行解析，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体系，形成了“谱系论”、

“文化论”，和上文已经引述过的“国家论”。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

认识，他 1996 年 3 月完成《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
（45）

，“认为

公元前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

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共分四节，从每节

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的认识：

1、诸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处于转变时期，相互关系形成了新

的格局

2、原有的劳动门类更新的技术，同时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技

术、生产和经济获得了纵深发展



3、父系家族、神权和王权的确立，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大变革

4、重新建构自西周以前的文明史

接着又写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和《中国古代的

文化与文明》等
（46）

，但我要摘录他 1998 年 3 月写成的《夏、商、周

三代及其前期考古学的进展与前瞻》
（47）

，略述一下他的主要观点，不

过还得有四个方面的铺垫。

1、“旧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南、北两大文化谱系。汉水下游及丹江

流域是这两大文化谱系进行沟通的一条交通要道。”

2、“认识到夏、商、周可能是同根分野出来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同时，探明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与辽河流域及燕山南北地区诸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它们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

千年。至迟从公元前 5千年起，这些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就已存在

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联系愈益密切，以致

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周、秦的政治统一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

础。”

3、关于生产技术与经济。

其一，导致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转化，是经济的发

展。

其二，家畜饲养与主营畜牧经济居民的出现问题。

其三，制石与制玉工艺的演变。

其四，制陶技术的发明与演进。

其五，冶金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4、从发现红山文化宗教遗存以来，较广泛地注意了宗教遗存的

研究，使他产生的一些新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

1、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不同含义，“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同一

语”，“当祀与戎复杂到需要专人从事这项职业，发展到成为凌驾于社

会之上的权力，并且已被从事这职业的人予以控制的时候，便进入到

国家的阶段。”“文明起源是文明形成之前诸文明要素的孕育过程，故

需在前国家社会中求索文明的起源。”

2、中国诸考古学文化的文明起源与形成不均衡性，呈现出“满

天星斗”。

3、文明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4千纪晚期的半坡四期文

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中国古代居民

已掌握了制铜技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在这个时代，制石、制玉

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红山及良渚两个玉文化中心，轮制制

陶技术已相当普及，又发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同时，社会分

工与分化获得了纵深发展，出现了制石、冶玉、制陶、冶铜等专业家

族或匠人，聚落分化了，出现了中心聚落和城，社会以父权家族为单

位出现了贫富分化，巫师和掌握军权的王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显

贵。总之，这是个继产生新石器时代之后，伴随着技术革命飞跃发展

而来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这个时代。尤

其是“社会分工与分化”在前引《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给予详论，其他问题在《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

的转变》，也做了重点讨论。

由上可见，张先生是将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诸一元为主、多元结

构的考古学文化，用谱系分析的方法解析出来，结合考古学文化所体

现的文化的发明和创造（生产力）、经济的发展、职业分工和社会分

化、社会的不断复杂化、文化的传播和居民的迁徙（生产关系）等所

有问题都做了详细地观察、思考，才对他认识到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与形成表述了出来。

1999 年 4月他写了《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
（48）

，言简意赅

地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是王权起源与形成的历史。王权

之前，已存在神权。从公元前二三百年至西周时期，无非是自神、王

权并立的社会，演变为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乃至神权成为王权的附

庸的历史过程。”大道至简，提纲挈领。

早在 1994 年，张先生等完成《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

文化结构分析》
（49），指出：“二里冈至殷墟一期商文化分野的西界，

可达关中西部的扶风一带。同时，扶风以东的关中地区，迄今尚未见

到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冈至殷墟一期阶段由非商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

位的它类性质的遗存的存在。据此或可推测，这一时期商人向西部地

区的推进，基本上的采取了一种逐走其它居民的排他性占领，即占地

殖民的方式。”“如依商人占据张家口地区的方式推测，他们似乎也

是以排他性的殖民方式，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占领。虽然这一占据的

时间很可能十分短暂。”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也说，“现知



夏王朝不是跨考古学文化的王朝，只是二里头文化的王朝，商王朝也

只是商文化的王朝。这两个王朝均具有鲜明的考古学文化特性，统治

所及，绝不容纳与其相异的考古学文化，非我族类，绝不容之，它们

对外征伐，是驱赶异文化居民，占领其土地，所以，考古学者在这两

个王朝扩张的地区，寻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50）

他已经

指出夏、商这两个早期王国具有排他性的特征，联系到前引他所认识

到的“夏、商、周可能是同根分野出来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排他

性的形成当在夏、商之前，是夏、商继承了之前考古学文化排他性的

传统，看来排他性由来已久。

这样，“排他性”就成了他用于解读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

专门术语，这当是他发表与 1986 年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

几个问题》其中的“文化传播、迁徙”理论的再发展和升华，他强调

“在我们的实践中，文化谱系成分是进行文化性质判断的主要标准。

在使用这个标准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要考虑到不同

器类在一文化构成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因而在进行文化识别时所

起到的作用亦不能等量齐观；二是在进行统计之前一定要对统计对象

所属谱系，要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51）

我看他考虑的不止是“不同

器类”，当是构成一考古学文化的诸要素。1984 年 8 月他在“内蒙

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发言，1990 年以《朱开沟遗存及其相

关的问题》为题收入他的论文集中（52），指出内蒙西部遗存序列“（一）

属于新石器时代年代最早的遗存的文化面貌，和后岗一期遗存相像，

性质上可能属于后岗一期遗存的范畴”，而“（二）其次是半坡类型晚



期及白泥窑子 F1为代表的遗存，后者的年代晚于半坡类型，早于庙

底沟类型”，排他性就略见端倪了。1988 年完成的《“河套地区”新

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
（53）

，他就讲出了“相当于本文一期时，泰沂

方面的后岗一期文化的势力控制这一地区，并与渭河方面的半坡文化

有个接触过程。而随着半坡文化及其后继者——庙底沟文化的强大，

后岗一期文化的势力被挤出了这个地区。目前所知，庙底沟文化的势

力一直达到阴山脚下，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排他性呼之欲出。今

天，张先生“排他性”理论的最新成果，指日可待。

摘录了这么多，自我感觉离题并不远。

多次聆听张先生的五十多年来的心声，多次受到启迪和震撼，尤

其是泥圈套接这一制陶技术。我想，张先生对泥圈套接技术的关注、

率先提出了“排他性”等，不仅对我个人，对所有关心红山文化和中

国文明起源及形成的人，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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